
 

脑机接口对学生主体性的影响及其伦理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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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脑机接口技术意向性如何介入并重塑学生主体性的机制，分析其内在伦理风险，

并提出审慎治理策略。研究发现，脑机接口将教育关注的重心由对学习结果的经验性推断，前移至对学习者

内在神经认知过程的持续读取、解析与反馈，从自我认知、自主能动、人际交往与自我实现四个层面对学生主

体性产生影响，呈现技术中介下动态形塑的新形态。脑机接口技术意向性介入学生主体性会带来技术侵入

个体内在领域、发展机会不平等、认知代理和不可逆风险等伦理问题。为此，本文提出构建人机共同责任范

式、完善技术标准与伦理审查、建构渐进式试点路径、优化人机协同的情感与价值反馈机制等治理策略，以期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积极重塑学生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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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神经科学与教育实践之间长期存在难以逾越

的鸿沟。早在世纪之交，学者们便因缺乏能在真实

教育场景中无损、实时观测大脑活动的工具，无奈

地将两者间的联系描述为“一座过于遥远的桥梁”

（Bruer，1997）。如今，脑机接口技术正借助人工智

能，使这座不可逾越的桥梁呈现清晰的技术实现路

径。脑机接口技术的核心在于建立人脑与外部设

备（或另一大脑）之间的直接通讯通路。它通过解

码神经电信号，实时读取、解析甚至干预特定神经

活动，从而构建大脑与外部世界间的直接交互通道。

这种交互范式实现了从计算机虚拟空间向现实空

间的延伸，并将神经活动转化为可驱动机械臂、智

能假肢或虚拟界面的数字指令（李珍，2025）。

脑机接口技术不只是单纯的工具性延伸，而是

深度介入人的感知、决策与行动过程，进而触及“主

体如何行动、如何被影响”等根本问题。主体性

作为人从事对象性活动所体现的本质特性，集中表

现为自主性、自为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和学新，

2005）。学生主体性并非抽象的哲学属性，而是在

教学活动过程中通过学习选择、意义理解与行动

参与不断建构起来的能动关系与存在方式。脑机

接口技术作用于学生的认知、学习与行为调控过

程，不仅能拓展原有教育关系的边界，且能在教学

互动中引入具有方向性的技术意向性，从而对学生

主体性的形成机制、表达方式及其规范边界产生

深刻影响。

教育中的技术意向性既指技术创造之初被赋

予的使用性意义，又承载人的发展的教育导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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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伊德（Ihde，1979）认为，“任何技术的使用都是

非中性的……意味着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人类的

体验会发生各种类型的转变”。技术不是中性地

连接人和世界，而是以特定的方式中介人与世界的

关系。在脑机接口介入的教学情境中，学生不仅通

过理解、反思与表达确认自身的学习状态，还借助

神经数据的反馈认识自我。这种以神经指标为优

先参照的学习反馈机制，使学生的主体性在实践中

呈现为可测量、可优化的自我形态。技术意向性

不以显性的规范命令出现，而是通过对行动路径、

反馈机制与意义参照的结构性设定，悄然重塑主体

的自我理解与实践方式。因此，在教育场域中讨论

脑机接口技术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是否增强或削弱

学生的能力，而在于其技术意向性如何在教学互动

中重新界定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行动空间、意义

来源与自我理解方式。

 二、生成机制

与传统依赖外显行为、语言表达和结果评价

的教育模式不同，脑机接口将教育关注的重心，由

对学习结果的经验性推断，前移至对学习者内在神

经认知过程的持续读取、解析与反馈。这一转向

推动教育实践从对学习过程不可见的“行为黑

箱”，走向以神经数据为中介的“认知灰箱”，并

在技术理想状态下趋近机制高度透明的“神经白

箱”。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主体性不仅通过表

达、完成任务或接受评价而得到确认，还以其神经

认知状态本身持续进入教育系统的识别、反馈与

调控回路中。

 （一）自我认知层面：脑机接口改变认知的参照

结构

学生自主性的前提是拥有觉察与判断自身状

态的能力。莫里斯•梅洛—庞蒂（2010）的身体现象

学认为，“我的身体确实具有一种原初结构，这一

现象正好把它作为世界与我的中介向我表呈出

来”。脑机接口技术意向性体现为通过将神经活

动转化为可感知、可反馈的信息，使学生能以前所

未有的精度“看见”自身的注意力、疲劳或其他

情绪状态。这一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学生自

我认知能力，有助于实现其对身心状态的整体把握，

从而为自主决策提供更充分的内在依据，也推动自

我认知由“体验—反思”模式逐步转向“体验—
数据—反馈”技术中介模式。

首先，脑机接口技术的引入，使学生主体首次

以神经活动状态而非言语或行为表现，成为教育系

统直接“读取”的对象。脑电图、功能性近红外

光谱等无创技术可用于连续、实时、多维度地采集

学习者在认知任务中的脑电活动与血氧变化；教师

能以毫秒级时间分辨率识别学生注意力分散、认

知负荷过载或疲劳积累等状态，并据此即时反馈或

干预。已有研究表明，脑电信号中 θ与 α频段功率

的变化可作为脑力疲劳的重要生物标志物，通过对

持续脑电数据片段的分析，研究者能够准确区分疲

劳与非疲劳状态（Wang et al.，2023）。此外，还有研

究证实，结合脑机接口的学习系统有助于教师识别

学生在课堂中的“困惑”状态，提供客观、即时的

认知反馈，从而实现对学生的学习瓶颈进行精准定

位与个性化指导（Zaib-un-Nisa et al.，2025）。
其次，神经信号作为认知与情感过程的生理表

征，使学生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完全依赖自

我陈述与他人解读所带来的主观性限制。研究者

通过对注意力相关的 θ/β比值及情绪相关的前额

叶激活模式进行量化解码，将学习者的专注程度、

理解难度和情感投入转化为可计算、可比较的数

据指标（Gkintoni et al.，  2025）。这为“因材施教”

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将学生

主体性界定为可被算法建模与优化的神经状态。

最后，脑机接口技术推动教育者对学习过程的

理解由结果导向转向认知过程导向。通过分析功

能连接网络和多脑区协同激活模式，教育者能够区

分机械记忆与深度理解、表层加工与概念整合等

不同认知路径，从而使学生主体性体现在思维方式

与认知结构的差异性中。相关研究显示，在增强现

实学习环境中向学生提供实时注意力反馈，不仅能

提升学习参与度，也能增强自我效能感。这表明，

神经层面的即时反馈可能反向增强学生对自身学

习状态的觉察能力（Cai et al.，2022）。
 （二）自主能动性层面：脑机接口技术重新分配

行动的发起权与调控权

在能动性层面，脑机接口技术的意向性并非要

取代学生的行动，而是通过建立神经反馈闭环，重

新分配行动调控的时机、路径与权重。当学习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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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调整与干预触发由系统依据神经数据自动完

成时，学生的行动虽得以展开，却可能在实质上由“自

我调控”转向对技术反馈的即时响应。自主性的

重要体现之一在于主体能够基于对自身状态与情

境的理解，主动调动注意力、作出选择并介入对象

世界。传统教育资源配置遵循供给主导范式。在

此逻辑下，教育者作为知识与学习路径的权威分配

者，依据预设的教学大纲与既往经验，以统一的进

度向学生单向输送标准化内容。学生的行动空间

主要体现为对既定任务的适应与完成，其主观能动

性往往受限于静态、预成的教学结构，难以充分回

应真实学习进程中不断变化的认知状态与需求。

脑机接口技术正在推动这一行动逻辑发生深

刻转变。通过对神经活动的持续“读取”与适度

“调制”，学习系统由单向供给的工具转变为具有

自适应能力的“神经反馈闭环”智能体。在这一

闭环中，“感知—解读—干预—优化”构成实时循

环，教师、学习系统与学生的大脑形成协同运行的

整体。学生不再仅作为被动接受教学安排的对象，

还以其认知状态参与学习路径的生成，其能动性在

技术中介下获得新的展开空间。

一方面，自适应学习系统借助实时神经活动与

认知负荷数据，能够辅助学生始终处于适合其发展

潜能的学习区间。该系统先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无

感采集专注度、认知负荷等神经生理数据，并借助

算法对多维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判断学生真实的学

习状态与潜在需求。在此基础上，系统触发双重干

预路径：一是为教师提供量化、可视化的反馈，使

其能够及时调整教学节奏、内容呈现方式或互动

强度；二是系统自动推送与个体状态高度匹配的解

释、示例与练习。干预完成后，系统再基于神经数

据评估效果,优化后续策略，实现学习路径的动态

调控。但当系统基于神经数据越来越多地自动调

整学习难度、节奏及选择干预时机时，学生可能从

“自主调控”逐渐转向对系统反馈的即时响应。

另一方面，在模拟外科手术、操作精密仪器、

学习语言或演奏音乐等需要高度专注或特殊认知

技能的学习情境中，脑机接口技术通过将特定脑电

活动转化为图形、声音或触觉信号，使学习者能够

直接感知并调控注意力状态、心理放松水平或运

动想象能力。这种基于神经反馈的训练，有助于学

生主动练习掌控内在认知过程，强化自我调节能力

与元认知意识，促使教育的重心由单纯的知识传授，

转向对高阶认知能力与行动能力的系统性塑造。

但需警惕的是，当行动效果越来越依赖于是否“匹

配”系统设定的神经指标时，学生的创造性行为可

能被简化为执行既定的目标。

 （三）人际交往层面：脑机接口为增强学生自主

性奠定新的社会平等基础

在交往层面，脑机接口技术意向性体现为其对

教育交往可见性的重新配置。通过将认知投入、

理解同步等状态转化为神经层面的可识别信号，脑

机接口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往对语言能力、

反应速度与身体条件的隐性门槛，为学生在交往中

获得平等地位提供新的可能。在尤尔根•哈贝马斯

（2004）的交往理性理论中，主体的自主性并非仅源

于个体内部的能力，还生成于无强制、可理解、可

回应的交往结构中。个体之所以能够成为自主主

体，前提在于其在交往过程中被认为是具有同等发

言资格与意义贡献能力的行动者。

在传统教育交往中，学生的参与往往高度依赖

语言表达、情绪呈现和行为反应等外显形式。这

一机制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交往筛选”：表达能

力强、情绪稳定、反应迅速的学生更容易进入有效

对话，而认知节奏不同、表达方式非典型或存在身

体限制的学生，更容易被边缘化。脑机接口技术，

尤其是脑际接口与多脑同步分析的应用，在理论上

为改善这一不足提供了可能。通过将认知投入、

理解同步与协作参与等状态呈现在神经层面，部分

原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学习状态便进入交往视域。

一方面，借助超扫描等技术，研究者能够在协

作情境中同步记录多名参与者的大脑活动。相关

研究表明，团队绩效与成员之间的特定脑区（如前

额叶与颞顶联合区）的“人际神经同步”程度显著

相关，这为理解协作过程提供了神经层面的实证依

据（Zhang et al.，2024）。在教育场景中，通过分析小

组讨论或项目合作的神经同步模式，可以更加客观

地评估成员之间的认知对齐程度、参与贡献的均

衡性，甚至捕捉协作过程中“领导力涌现”的动态

特征（张明焱等，2024）。相较于依赖问卷、自我报

告或教师观察等评价方式，这种神经数据驱动的分

析路径有助于减少主观偏差，更能清晰识别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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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参与状况与认知投入，进而在交往与评价层面

提升学生获得平等对待的可能（Zhang et al.，2023）。
另一方面，在高度依赖默会知识与身体感觉的

技能学习中，脑机接口所构想的神经引导机制，为

缩小师生之间、熟练者与初学者之间的经验鸿沟

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对于外科操作的力度感、

艺术创作的直觉判断或高水平运动中的节奏把控，

语言讲解往往难以充分传达要义。若脑机接口能

够识别专家在执行任务时所形成的“神经—身体”

协同活动模式，并将其转化为安全、非侵入性的神

经引导信号，学生便有可能更快进入恰当的感知与

动作状态，在交往与实践中获得真实参与和有效回

应的机会（Jiang et al.，2024）。从自主性角度看，脑

机接口在交往层面的意义，并不在于替代人与人之

间的理解，而在于通过技术中介，减少因身体或认

知差异而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当学生能够得到

更充分的理解、回应与认可，成为有效的互动参与

者时，其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将变得更巩固，

自主性也将有更坚实的外部支撑。

 （四）自我实现层面：脑机接口对学生存在意义

认同的强化

脑机接口在自我实现层面的根本意义，不在于

工具性“能力强化”，而在于其耦合逻辑必然将教

育实践引向对学习者存在方式的重新确认。该技

术意向性的核心，体现为神经与情境的双向耦合。

它不是被动等待指令的工具，而是以实时的双向神

经信息读写能力，主动塑造以中枢神经系统为直接

界面的教育新形态。在此形态中，学习者的认知、

情感与注意分配成为可感知、可交互、可协作的显

性资源，技术意向由此直接嵌入并重塑“人—世界”

的关联方式。

首先，通过可穿戴或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设备，

学习者可以在不同地点接入以神经信号为中介的

增强型学习场域。注意力投入、理解状态等认知

指标可被转化为可感知的反馈形式，并作为学习者

虚拟化身的一部分，嵌入协作式学习环境中。原本

隐匿于个体内部的思维状态，可因此获得他人理解

与回应的可能，成为学习互动的可共享的社会性资

源。同时，在创意导向的教学模式中，脑机接口还

可作为学习者表达与生成意义的媒介。例如，有研

究通过让学生实时采集并转化自身脑电信号生成

音乐作品，使其在创作过程中同步理解并构建脑机

接口系统（Hu et al.，2018）。这一模式将原本高度

抽象的技术原理，通过音乐创作这一可感知、可操

作的实践过程呈现出来，不仅能强化教师  “做中

学”的教学理念，也可以使学习者体验到认知活动

的价值与独特性，从而增强主体性。

其次，与传统课堂的教学互动转瞬即逝不同，

虚拟与增强学习环境能够系统记录并反思学习过

程中的多模态认知信息。个体在学习特定知识或

技能时的认知负荷变化、理解节奏与情感体验，可

在严格的隐私保护与伦理约束下形成个性化的学

习轨迹。记录的意义并不在于持续监控学习者，而

在于为其提供可回顾、可反思的经验资源，使学习

者能够从时间维度理解自身成长过程，从而认同能

力演进与学习的意义。

最后，针对特定专业所需的高阶认知能力，脑

机接口为更具针对性的训练范式提供了可能。通

过将神经反馈与任务设计相结合，学习者可在实践

中逐步体认不同认知策略带来的经验差异。在团

队学习情境中，基于脑际接口的探索还显示出新的

协作潜力：团队成员不再仅通过语言与角色分工协

作，还可以在认知节律与注意分配层面形成更深层

次的协调。这种协作并不消解个体差异，而是使差

异在更高层次上形成互补，从而为培养共情能力、

直觉判断与集体创造力提供新的教育路径。

 三、伦理风险

脑机接口技术在教育场景中展现出重塑学生

主体性的赋能潜力，其伦理风险并非源于技术应用

的偶发失误，而是内生于其技术意向性。当教育活

动被重新组织为以神经数据为核心的感知、反馈

与调控系统时，技术不仅会改变教学方式，也在无

形中会重塑主体性生成的条件与边界。

 （一）侵入个体内在领域的风险

在个体内在领域，脑机接口技术意向性首先体

现为对认知与情感过程的持续可视化与可读化，这

一意向性在教育场景中可能演化为对主体内在边

界的系统性侵入。

一方面，脑机接口技术重塑学生主体性的核心

机制，在于持续采集、分析与反馈学生的大脑神经

信号。不同于传统的教育数据，脑机接口处理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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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非外显行为或学习结果，而是思维过程与情感

反应的生理层面映射。在课堂讨论、价值辨析、情

感教育或技能训练等场景下，神经数据能精准捕捉

学生对某一观点的瞬时神经共鸣、面对道德困境

时的心理冲突，或是审美体验中细腻的悦恶反应。

此类数据的泄露或滥用风险不仅表现为传统的隐

私侵犯，更意味着技术可能直接侵入个体最深层的、

未经语言建构与社会化过滤的“前反思经验领

域”。极端情况下，神经数据甚至可能被用于非法

窥探思维、实施精准心理操纵，或进行意识形态的

隐性塑造，从而对学生的人格尊严、学术自由与思

想独立性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从规范伦理角度看，马克斯•范梅南

等（2014）认为，隐私不仅关乎信息控制权，更是主

体保持自我边界、实现道德与人格尊严的必要条

件。脑机接口技术通过系统性采集、分析与存储

神经信息，能够清晰洞察学生个体的认知状态，也

可能限制学生的言论表达、知情权与选择自由，进

而在更深层次上削弱其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控制

能力。因此，脑机接口技术的教育应用，不仅是技

术治理问题，更是对“思想不可侵犯”这一现代主

体性底线的严峻考验（朱洪洋，2020）。此外，从神

经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到销毁的过程看，

其安全风险呈现高度复杂性。脑机接口设备本身

可能成为攻击的入口，数据在云端或校园网络的存

储亦面临黑客攻击、内部滥权与供应链风险。大

规模神经数据泄露的影响远超一般教育数据事件，

对学生主体性的伤害具有终身性与不可逆性。

 （二）主体发展机会不平等的风险

脑机接口技术的实际应用可能从多个维度催

生并加剧“神经鸿沟”。在主体发展层面，脑机接

口技术所内含的“优化—增强”意向，若与既有教

育资源分配结构和市场逻辑叠加，可能将原本旨在

个性化支持学习者的技术，转化为新的筛选与分层

机制。

 1. 第一重鸿沟：技术接入端的“硬件断层”与

资源分配不均

脑机接口设备的成本、维护要求及与之配套

的计算资源，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对多数学校

仍是一笔不小的投入。这可能导致资源充裕的院

校率先建立神经增强学习实验室，其他院校则无力

引进，造成育人基础设施的鸿沟。即便在同一所学

校内，脑机接口资源也可能优先配置给重点实验室、

特定专业（如临床医学、尖端工程）或拔尖人才计

划部门，使得大部分学生无法平等获得这一新型学

习工具。学生个人或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也可能

使技术沦为巩固或扩大既有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

的工具。

 2. 第二重鸿沟：生理异质性与算法标准化的“适

配偏差”

脑机接口技术的效能高度依赖算法模型的普

适性与个体生理差异：个体的颅骨结构、皮层厚度、

基线神经活动模式等。受数据采集偏差的影响，现

有脑机接口系统可能因信号质量不佳、解码准确

率偏低等原因，导致特定群体无法获得同等质量的

服务，甚至产生错误的神经反馈。若用于训练脑机

接口解码模型的神经数据集主要源于某一特定群

体，该模型在其他群体的适用性势必下降。这种偏

差可能导致系统对部分群体的神经状态产生误读

误判，进而生成不恰当甚至潜在有害的学习内容或

反馈，并以个性化学习的名义加剧教育场景的“算

法歧视”，形成基于“神经证据”的新型偏见与排

斥，掩盖教育过程中本应重视的复杂性与人文关怀，

对教育公平与伦理带来新的挑战。

 3. 第三重鸿沟：认知强化资源的商品化与评价

维度的“技术异化”

脑机接口技术被用于增强注意力、记忆力或

特定认知技能，可能重塑“能力”的定义与价值。

借助脑机接口技术开展神经反馈训练、提升专注

力与记忆效率的学生，可在传统学业竞争中获得额

外优势，进而引发公平性争议。这一趋势在本质上

将认知增强技术推向商品化，使原本以“天赋”与

“努力”为核心的竞争，部分转向对认知增强技术

的获取能力与经济条件的竞争。如果神经指标被

简单纳入学习效果评估体系，可能催生“神经绩效

主义”。学生为了“优化数据”进行策略性学习，

而非追求真正的理解与创造，这就背离了教育培养

多元智能与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4. 第四重鸿沟：认知层面的阶层固化与教育工

具化的异化

脑机接口技术的教育应用与市场力量深度结

合，可能引发深刻的系统性风险。市场化运作会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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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高价的脑机接口认知训练与创造力开发课程，进

而在认知能力发展层面固化并拉大差距。在市场

驱动下，脑机接口赋能的教育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培

养能快速适应特定岗位需求、具有“标准化高效

神经模式”的“劳动力”，而非培养具有批判性思

维、丰富情感与健全人格的“人”（见图 1）。
 （三）从“辅助工具”到“认知代理”的风险

当脑机接口技术意向性由“辅助认知”转向

“替代性中介”，其对学生主体性的影响不再体现

在能力层面，而体现在行动发起权与价值判断权的

移交。教育的核心目标是激发与塑造具有独立思

考、自主判断和完整人格的“主体之人”，当技术

从辅助工具变为认知过程的“代理”或“主宰”

时，这一核心目标可能遭到侵蚀。

首先，技术可能削弱认知自主性与元认知能力。

传统学习强调个体通过主动探索、试错与反思建

构知识。脑机接口驱动的自适应系统通过神经反

馈持续优化路径，可能使学生逐渐放弃对学习节奏

与策略的自主掌控。脑机接口系统成为思维的“导

航仪”，学生退化为被动跟随的“驾驶员”，其规

划、试错与发现的能力随之退化。更重要的是，若

注意力、认知负荷等状态完全由系统监测并代为

调节，学生内省与自我调节的神经机制与心理习惯

将因缺乏锻炼而萎缩，导致其在脱离技术环境后自

我管理学习的能力下降。

其次，技术可能剥夺深度学习所必需的挣扎体

验与品格锤炼。真正的深度学习必然伴随困惑、

挫折与突破。若系统为追求效率而倾向于过早干

预，避免学生进入高认知负荷的“挣扎区”，便可

能无形中剥夺了他们在挑战中培养韧性、毅力及

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这种对“顺畅”的

过度追求，实质上消解了深度认知发展与人格成长

所必需的过程。

最后，技术可能引发价值塑造层面的“主体性

让渡”。在德育或价值判断等场景中，若基于神经

数据为学生提供“优化”的道德决策建议，复杂的

道德困境便简化为基于算法的路径推荐。若技术

流程取代学生开展价值权衡、伦理反思与承担后

果等实践，教育者将难以培养出在复杂世界中具备

自主判断、勇于担当的道德主体。

 （四）主体塑造的不可逆风险

在时间维度上，脑机接口技术意向性所带来的

风险，集中体现于主体性塑造过程中的潜在不可逆

性。脑机接口技术的教育应用多聚焦短期效能与

场景化潜力，而学界对其长期、系统性影响的认知

仍较为有限，配套的动态、前瞻性监管框架亦尚未

建立。一方面，教育是影响大脑结构与功能的长期

过程。脑机接口作为直接与神经系统交互的干预

手段，其对学习者长期神经发育轨迹的影响，尚属

科学探索的“无人区”。长期使用脑机接口进行

特定认知模式的训练或反馈，是否会导致大脑神经

可塑性的路径依赖，从而抑制其他认知功能的均衡

发展，尚未确定。当前大学生是深度沉浸于数字环

境的“数字原生代”，再叠加脑机接口的干预，其

综合效应是协同增强还是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冲突

或导致认知过载，亦未确定。特别它是对情绪调节、

社会认知等高级脑功能的影响，缺乏跨越教育全周

期的纵向追踪研究。另一方面，脑机接口不仅作用

于认知，且会潜移默化地形塑使用者的心理与行为

习惯，其社会影响充满不确定性。长期依赖系统进

行认知状态管理与学习路径优化，可能削弱学生内

在动机与自主性，使其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时

“认知脆弱性”与适应性下降。当大脑与机器的

边界因脑机接口而变得模糊，长期使用者对“自我”

“能动性”乃至“人性”的认知可能发生缓慢而

深刻的变化。

 四、审慎治理

脑机接口技术的教育应用，展现出重构学习形

态与育人格局的潜在能力，但若缺乏规范引导，可

 

系统性风险

教育目标异化

阶层固化

认知强化的商品化
与评价异化

能力定义重塑

神经绩效主义

公平性质疑

生理与算法的适配偏差
算法歧视

技术普适性危机

数据代表性偏倚

技术嵌入硬件断层

资源分配不均

接入机会分化

基础设施鸿沟

市场
逻辑的

神经分层
与教育异化

图 1    市场逻辑下的“神经分层”与教育异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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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学生自我认知、自主能动、人际关系与自我实

现等层面引发系统性伦理风险。唯有通过审慎治

理脑机接口的技术意向性，在实践中识别、限制并

校准其可能侵蚀主体性的倾向，方能在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重塑学生主体性。

 （一）明确人机关系边界，构建共同责任范式

脑机接口技术具有“心智可读性”的特点，即

对内隐的认知与情感状态进行持续感知、转译与

计算。这一技术一旦进入育人场域，便不可避免地

触及学生主体性的边界。约瑟夫•李（Lee，2016）认
为，大脑不是思想，但它是思想和脑机接口运作与

心灵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国学者张学义等（2020）
也指出，“脑机融合‘人—机—物’，有可能造成彼

此类属关系的混乱，需对‘人—机—物’的本体论

结构进行重构”。因此，教育领域需要明确人机关

系边界，构建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机共同责任

范式：一是确立“人类决策优先”的责任归属原则。

尽管脑机接口系统扩展了行动能力，但人类始终是

能动性的原初发起者与最终担责者。这一原则要

求用户对意图生成、系统启用决策及使用边界设

定承担首要责任，避免因技术依赖而放弃理性审慎

（李珍，2025）。二是强化使用者的责任认知与能力

培养。脑机接口技术的有效、安全使用，依赖于使

用者充分理解其能力边界与潜在风险。学校应通

过系统培训与规范指引，引导教师和学生正确认识

技术的适用范围与局限性，提升其对认知偏移、技

术依赖等风险的识别能力，防止长期使用弱化自主

判断与反思能力。三是构建多主体协同的责任分

担机制。脑机接口在学校中的应用，涉及技术提供

方、教育管理部门、教师与学生等多方主体。通过

制度设计明确各方在技术开发、应用管理、风险防

控与后果承担中的职责边界，形成责任清晰、可追

溯的治理结构，可以确保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始终

服务于育人目标，而不是反过来塑造人的发展方向。

 （二）完善技术标准与伦理审查机制，前置防范

主体性风险

脑机接口技术进入教育领域，可能引发认知干

预边界与育人规范等。若缺乏统一标准与伦理约

束，相关应用容易在教学过程中出现边界模糊、责

任不清等问题。本文建议在制度层面前置伦理审

查与规范机制，为脑机接口技术重塑学生主体性提

供约束：一是按照法律和伦理规范构建严格的伦理

审查制度。鉴于技术复杂性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在教育话语中的领导地位，

规范伦理审查是脑机接口健康嵌入教育活动的重

要保障。脑机接口技术涉及人的尊严、生命健康

等，教育应用须加强对涉及人的生命尊严的伦理规

范审查，科学划定脑机接口技术应用的“红线”和

“底线”，通过完善脑机接口技术的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彰显“伦理在场”的基本原则（张

世昌等，2025）。二是健全脑机接口技术伦理委员

会监督机制。所有涉及脑机接口的教育研究或教

学实验项目，必须通过“脑机接口技术伦理审查委

员会”的强制性、专业化审查。审查标准需超越

一般的科研伦理，重点评估其对学习者自主性、隐

私、公平性的长期影响，开展持续追踪与阶段性伦

理影响再评估。三是完善全过程监督与动态评估

机制。伦理审查不应止于项目前端审批，而应贯穿

项目实施与结果应用全过程。通过建立持续追踪、

阶段性评估与责任追溯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技术

应用的伦理偏差，可确保脑机接口技术始终在可控、

可审、可问责的制度框架内服务学生。

 （三）以渐进式试点路径，抑制效率导向的技术

意向性

相较于制度先行或技术先行，循序渐进的试点

探索更有利于在实践中识别风险、校准方向、积累

经验。“有限场景—明确目标—严谨评估”的渐

进式路径有助于推进脑机接口重塑学生主体性：一

是初期试点应规避高利害评价和核心价值灌输领

域，优先选择目标明确、效果相对易衡量的应用场

景：在高阶技能训练领域，如医学、艺术、体育等专

业技能实训中，引入神经反馈技术，辅助开展专注

力维持、精细操作控制或情绪调节训练；在学习科

学研究中，审慎探索脑机接口对特定认知过程的辅

助作用；在特殊教育方面，可在充分评估风险的前

提下，尝试为存在特定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辅助支

持。这些不同类型、低风险场景的分层探索，能为

后续应用积累可对照、可比较的实践经验。二是

试点项目须按严谨的教育科学研究规范开展设计

与实施，通过小规模、设置对照组的受控实验，系

统积累技术有效性、潜在副作用及个体差异方面

的实证证据。试点过程应重视采集过程性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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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质性分析，避免片面追求短期效率提升；明确

安全退出与终止机制，一旦触发预设条件，可安全、

有序地终止项目，并向参与学生作好说明与后续保

障；可搭建脑机接口数据共享平台，支持研究者与

教育工作者共享数据、算法与实践经验（Jiang et al.，
2024）。三是在引入脑机接口的课程中，同步加强

关于技术哲学、伦理与批判性思维的探讨，促使学

生不仅能“用”技术，更能“思”技术，对技术应

用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反思与主导地位；评价应多元、

综合，坚决避免将神经效率指标作为核心评价标准，

始终以知识的内化、能力的展现、价值的形成与人

格的成长为根本尺度。

 （四）优化人机协同的情感与价值反馈机制，守

护教育的人文温度

教育不仅是认知能力的塑造过程，更是价值认

同与情感联结的生成过程。若仅将脑机接口视为

教育创新发展的技术工具，忽视其对情感体验与人

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容易导致育人过程的“冷却”。

因此，教师在借助脑机接口技术提供支持时，既要

保障技术运作的完整性、流畅性和科学性，同时还

应考虑其应用的实用性和人文性，全方位完善脑机

接口支持学习情感识别的技术设计（赵丽等，2023）：
一是强化教师的主体角色，防止育人关系被算法中

介。技术越是精准，越容易诱发以技术系统代替教

师的路径依赖。学校与教育管理者应通过培训与

制度设计，引导教师将脑机接口反馈结果转化为更

具针对性的情感回应与价值引导，而非依赖系统自

动干预。通过将技术嵌入教师的教育判断框架中，

确保育人过程中的情感交流、价值阐释与人格影

响始终由人来完成，避免形成以技术为中心的情感

治理模式。二是注重多元参与。针对情感脑机接

口的决策、创造、生产、传播、使用等环节进行研

究，可为参与者提供双向信息交流，促进对价值和

目标的相互理解，并通过“转译”进行沟通和协商，

进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交换，最终在达成共识的基

础上，解决伦理问题（荆珊，2021）。三是尊重学生

情感体验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防止情感被过度量

化与标签化。情感本身具有模糊性、流动性与阶

段性，是个体成长过程中自发产生的。若将情绪状

态长期固定为可监测、可评估的技术指标，容易使

学生产生被观察、被评判的心理负担，反而抑制其

真实情感的表达。因此，引入脑机接口技术应严格

限定其使用场景与频率，避免将情感数据纳入常态

化管理或评价体系，给学生保留必要的情感空间与

心理安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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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on
Student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and It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LI Xiaojie & ZHANG Kai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 technologies  introduce  a  directional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into pedagogical interactions when they are applied to students’ cognition, learning, and
behavioral  regu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such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intervenes  in  and
reshap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student  subjectivity, analyzes  its  inherent  ethical  risks, and
proposes  prudent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BCIs  shift  the  focus  of  education  from
inferential  assessments  of  learning  outcomes  to  the  continuous  reading, analysis, and  feedback  of
learners’ internal neurocognitive processes. In doing so, they influence student subjectivity across four
dimensions: self-cognition, autonomous  agency,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while
giving rise to a new, dynamically shaped form of subjectivity mediated by technology. The intervention
of  BCI  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  in  student  subjectivity  entails  ethical  risks  along  four  dimensions:
intrusion  into  the  individual’ s  inner  domain, inequality  of  developmental  opportunities, issues  of
cognitive  agency, and  irreversible  risks.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human-machine co-responsibility paradigm, improvements to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ethical  review  mechanisms, a  gradual, pilot-based  implementation  pathway,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affective  and  value-oriente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hese  measures  aim  to  achieve  a  positive  reshaping  of  student  subjectivity  while  controlling  the
potenti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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